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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私权是指个人生活、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信息不被知悉以及不受非法收
集、利用和公开的权利，属于人格权和个人尊严的范围，个人隐私信息是隐私权的
表现形式。我国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隐私权，隐私权率先在民事法律和司法
实践中予以承认，但刑事法律到目前为止均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只是刑事诉讼法
上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条款，并且通过司法解释将个人隐私保护具体化。然而，刑事
诉讼法的个人隐私条款并没有确立隐私权的基本权利地位，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保
护被轻视。本文探讨被害人隐私信息保护专门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被害人个
人隐私权益弱化的观念因素，提出确立被害人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主体地位，确认隐
私权为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建立被害人隐私信息保护清单制度，对涉及到被害人个
人隐私信息的案件应当适用侦查不公开和裁判文书不公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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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 4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该规定
将公民的通信秘密作为基本权利予以保障，而通信秘密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的一部分，该规
定为法律确认、拓展和保障公民的隐私信息提供了根本法依据。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民基本权
利的保障法，在 2012 年的修改中大量增加了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内容，因此，以刑事诉
讼法的个人隐私条款为中心，分析和探讨刑事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体系化问题，可以
深化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诉讼基本权利保护的认识。
一、刑事诉讼法上的个人隐私条款
隐私权属于人格权和个人尊严的范围，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我国隐私权率先在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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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其司法实践中予以承认。民事法律对隐私权的规定，经历了从通过名誉权间接保护到
独立基本权利地位的转变，与此转变相适应的是在法律上经历了从个人隐私到隐私权的变
化。《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但第 101 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关于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规定，为司法解释确
认隐私权提供空间。〔1〕 198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 140 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
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
民名誉权的行为。可见，司法解释从名誉权中推导出隐私权利并予以保护。1991 年 9 月通过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0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该
法是我国最先规定隐私权的法律。1992 年 4 月通过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2 条规定，妇
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201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 《侵
权责任法》第 2 条规定，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
等。该法将隐私权视为公民基本权利，而不再附属于名誉权，从而完善了隐私权的民事法律
保护体系。我国刑事法律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但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个人隐私保
护原则，并且通过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将个人隐私保护具体化。
( 一) 保守秘密原则下的个人隐私
刑事诉讼法属于公法的范畴，公法上的隐私权与私法上的隐私权在权利的内容上大致相
同。私法上的隐私权禁止任何个人对隐私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和公开; 而公法上的隐私
权在于国家尊重与保护个人隐私、防御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国家机关依法律之规定有
权在一定范围内收集、储存与使用公民的隐私信息，但不得泄露或者公开这些信息。
1979 年刑事诉讼法没有个人隐私条款，但第 60 条规定，控告人、检举人如果不愿公开
自己的姓名，在侦查期间，应当为他保守秘密。该条规定是侦查不公开原则的间接表述，此
处的保守秘密实际上包括了刑事被害人的部分隐私信息，因为被害人可以成为刑事案件的控
告人。但 1979 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没有确定所
有诉讼参与人隐私信息的保护问题。1996 年刑事诉讼法大幅增加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在
增加犯罪嫌疑人诉讼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增加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基本权利。根据该法第 152
条，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确认个人隐私保护原则。
2004 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为我国刑事司法权利规范体系之建构
提供了价值指引。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有关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条款。根据第
52 条，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收集、调取的证据和证据材料，对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
保密; 根据第 150 条，侦查人员对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根
据第 183 条，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如果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刑事诉讼法
关于个人隐私的条款，虽然确认个人隐私受到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保护，但与其它刑事诉
讼权利相比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个人隐私条款并非专门的权利保障条款，而是与国家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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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新宝: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0 页。
密和商业秘密保护条款混合; 第二，个人隐私条款并非直接的权利保护条款，个人隐私权利通
过规定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保密义务而间接确认; 第三，个人隐私的范围及保护措施没有
具体规定。可见，刑事诉讼法对个人隐私的规定，是保护秘密原则涵摄下的权利条款，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都具有不可公开性，虽然个人隐私条款是在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价值指
引下形成的，但个人隐私并没有与保护秘密原则分离而成为独立的权利保护条款。
( 二) 个人隐私条款的拓展与补充
刑事诉讼法上的个人隐私条款既非隐私权保护的独立条款，也非隐私权保护的具体措
施，仅仅是个人隐私信息保密的一般规定。随着我国人权保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个人隐私
信息的保护已经成为隐私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为推进司法实践中的人权保障，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予以补强。这些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主要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和 《公
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首先，对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保护作出专门规定。刑事诉讼法上的个人隐私条款适用于
所有刑事诉讼参与人，但基于刑事侦查和审判的需要，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的
个人隐私保护范围与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被害人的个人隐私保护应当严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
告人。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来说，为了防止社会舆论和偏见对未成年人以后之工作与生活
产生消极后果，必须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予以严格保护。对于未成年被害人而
言，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的影响，会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2〕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
序规定》指出，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
尊重其人格尊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过程中
的个人隐私保护措施作出专门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涉案未成年人
的资料予以保密，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
出该未成年人的其他资料; 对收集的犯罪资料装订成册，加密封存，不得公开; 不得向任
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封存的犯罪记录，并不得提供未成年人有犯罪记录的证明。
其次，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作出规定。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是收集证据和
证明犯罪事实的机关和人员，为了追诉犯罪，侦查人员需要还原案件事实真相，不仅有权讯
问犯罪嫌疑人，而且有权询问被害人和证人，还有权依法调取与案件相关的通讯与信息，依
法搜查等，这些侦查措施均可以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个人隐私。所以，公安机关的
规范性文件从两个维度明确诉讼参与人的个人隐私保护，并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收集到的
涉及个人隐私信息明确规定了保密措施。公安机关对侦查犯罪过程中收集到涉及个人隐私的
证据和知悉的个人隐私信息，应当保密。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应当对
侦查过程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保密。检察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个人隐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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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统计，我国未成年被害案件中，性侵犯案件占较高比例，尤其是被害人不满 14 周岁的案件较多。参见兰
跃军: 《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新论》，《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 年第 6 期。
当保密。检察人员在人身检查过程中知悉的被检查人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于使用技术
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如果公开后可能严重损害个人隐私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
身份的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建议不在法庭上质证，由审判人员在庭外
对证据进行核实。
再次，对审判过程中个人隐私的保护作出具体规定。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刑事诉讼法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如果涉及个人隐私的，应当不公开审理。司法解释对审判过程中的个
人隐私保护规定了较为具体的保障措施。在法庭质证过程中，如果需要播放讯问录音、录像
中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含有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公诉人应当建议在法庭组成人员、公诉人、
侦查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范围内播放。涉及个人隐私的音像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相
关内容作技术处理，对于涉及被害人隐私或者为保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人身安全，而不
宜公开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可以在起诉书
中使用化名替代。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时，公诉人、诉讼参与人提出涉及个人隐私证据
的，法庭应当制止。如果有关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确与案件有关，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决定将案件转为不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进行相关证据的法庭调查。在公开审理的案件
中，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涉及个人隐私的，应当制止。
二、刑事诉讼法上个人隐私条款之缺陷
( 一) 没有确立隐私权的诉讼基本权利地位
首先，权利体系构成要素缺失。宪法关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规定并不是隐私权的完
整表述，即使将 《宪法》第 37 条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以及第 39 条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
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两条规定纳入隐私权的范围，也不足以构成宪法上隐私权的全部内容。
一般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制定的宪法，均在文本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通信自由与通信
秘密的权利。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制定的宪法往往在文本中明确规定公民的隐私权，或者
明确规定隐私权的构成要素。如意大利 1947 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只规定通信自由
与通信秘密不受侵犯。1972 年巴拿马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通信和私人文件不受侵犯，
个人信息保密。俄罗斯 1993 年宪法规定，人人都有私生活、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秘密不受
侵犯的权利; 人人都有通信秘密的权利; 禁止搜集、保存、使用和传播其私生活信息。1992
年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 22 条规定，人的私生活和通信不受侵犯，个人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信
息不受非法收集和干扰。〔3〕 可见，现代宪法对公民隐私权的内容作出了大幅扩充，不仅扩
大传统通信自由的范围，将通信自由扩大到书信、电讯、电子信息等，而且将私生活和家庭
生活的信息纳入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并且将隐私权的保护与个人的人格尊严结合起来，构成宪
法上隐私权的基本权利体系。我国宪法上的通信秘密保护可以作为法律拓展和补充隐私权的基
础和依据。刑事诉讼法经过 1996 年和 2012 年两次修改，并没有将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讼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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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福惠、邵自红: 《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 ( 欧洲卷)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3、305 页。
权利予以保障，与辩护权、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诉讼基本权相比，仅仅处于初步确
认和保障阶段。虽然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个人隐私保护义务的规定，但
并没有明确刑事诉讼参与人隐私权的主体地位，也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构成一种基本权利。
其次，个人隐私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混同。个人隐私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属于个人权
益的范畴。而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主体是国家和法人，秘密是指不能公开的信息，但秘密
并不构成隐私。公开国家秘密损害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危害国家安全; 公开商业秘
密损害法人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虽然均属于不能公开的信
息，但不能公开信息的范围不同，其保护的法益也不同。从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出发，不宜将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视为同一种权利来对待。刑事诉讼法保护个人隐私的规定最多
只是宪法第 40 条保密原则的延伸，但宪法并没有将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
密并列。刑事诉讼法及规范性文件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并提，体现刑事诉讼法要
求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将个人隐私作为保密信息对待的观念，而不是体现个人隐私作为需要
司法尊重的权利观念。个人隐私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不是同一种权利，个人隐私是公民的基
本人权，商业秘密是法人的权利，国家秘密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涉及到国
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机密信息。将三者并列保护，淡化了个人隐私的基本权利属性。
( 二) 个人隐私信息界限模糊
在现代法律体系下，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可以由宪法作出原则性规定，法律和规范性文
件可以对隐私的范围作出具体规定。划定隐私范围对于刑事追诉过程中司法机关保护个人隐
私具有重要意义。以刑事诉讼当事人为标准，可以将个人隐私信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犯罪
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属的隐私信息; 第二种是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隐私信息; 第三
种是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隐私信息。这三种主体的隐私信息均受刑事诉讼法的保护。以隐私
信息的内容为标准，隐私信息包括个人的自然信息、社会信息和生活信息三部分。所谓自然
信息是指个人自然生成的信息，包括性别、相貌、身高、年龄等等自然生成的区别于他人的
特征; 社会信息是指姓名、职业、职务、工作状况、住所、社会关系等社会特征信息; 生活
信息包括婚姻状况、配偶和子女、私生活状况、生活特性等个人生活与私生活信息。
隐私的表现形式是个人隐私信息，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生活方面的隐私，都以信息为
表现形式。而个人的信息是否构成隐私，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人信息必须具有隐私期
待，即个人不希望个人信息公开; 二是个人信息在特定场景或特定事件中具有信息价值，公
开这些信息对个人的生活或者尊严构成损害。一般来说，个人的自然信息隐私期待较低，即
个人希望这些信息保密的程度较低。不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自然信息则具有个人隐私的
价值，尤其是对被害人来说，自然信息构成隐私信息，具有可以使他人识别其身份的特征，
从而具有隐私期待。这是由于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个人，如果犯罪行为侵害被害人的
人身，公开被害人的这些自然信息，将导致被害人的其他隐私信息受到损害。但对于犯罪嫌
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而言，其自然信息在侦查和审判阶段并不构成隐私信息，除非犯罪嫌疑人
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社会信息的隐私期待较高，个人希望这些信息能够不为他人知悉。对
于被害人来说，这些个人信息是需要保护的隐私信息，而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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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社会信息中的部分信息同样具有隐私信息的价值，司法机关在追诉犯罪过程中应当对收
集到的这类信息保密，如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社会关系即属于需要保护的个人隐私
信息。生活信息属于隐私期待极高的个人信息，无论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
对个人生活信息均有隐私期待，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基于侦查犯罪之需要，可以收集这些
信息，但不得公开这些信息，如果犯罪行为侵犯被害人的人身，公开审理可能导致侵犯被害
人、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的生活信息的，应当不实行公开审理。由于隐私信息范围较为
广泛，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应当列出基本隐私信息清单，作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护个人
隐私信息的依据。
( 三) 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刑事诉讼法的三次修改，对宪法没有规定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部分补充性规定，其
诸多权利条款或者是宪法基本权利的具体化，或者是增补宪法没有确认的基本权利。所以，
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本质上也是宪法的司法适用。〔4〕 但是，刑事诉讼法主要增
加了对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至于被害人的诉讼基本权利，刑事
诉讼法仅仅确认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增加了对包括个人隐私在内的被害人的刑事诉
讼基本权利的规定，〔5〕 但被害人的诉讼基本权利保护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拓展。
首先，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保护没有作出必要的区分。被害人主要是指受到
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自然人和法人。由于刑事犯罪主要指向自然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因
此，本文只讨论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个人。从刑事追诉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
隐私信息保护并不完全相同。首先，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侵犯的受害人，因此，无论是自然
信息、社会信息和生活信息均需受到保护，特别是在被害人人身或者住宅受到犯罪嫌疑人侵
害的案件中，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如果不对被害人的信息予以保护，势
必对被害人的人格和尊严产生再次伤害。其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司法机关的
追诉。基于侦查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可能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通缉，从而需要公布犯罪嫌疑
人的姓名、身份、职业、肖像等自然信息。同时，侦查人员基于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需要采
取犯罪嫌疑人的照片、生物检材等信息，部分信息可以通过警情通报在官方网站予以公布，
而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所以，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隐私信息在保护的范围和程
度上存在差异，被害人的个人隐私信息属于严格保护的范畴，无论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基于
何种目的，都必须对被害人的个人隐私信息予以严格保护，而不是不加区别地规定犯罪嫌疑
人与被害人的隐私保护。
其次，被害人个人隐私保护措施不够完善。刑事诉讼法和规范性文件虽然对个人隐私规
定了一般的保护措施，如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庭审质证过程中应当对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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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朱福惠: 《基本权利刑事法表达的宪法价值》，《政法论坛》2018 年第 4 期。
有学者认为，自 1979 年刑事诉讼法实施至今，经过 1996 年、2012 年和 2018 年三次修改，被害人一词出现
的次数从 14 次增加到 50 次，直接涉及的条文数从 11 条增加到 27 条。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已经由单一的证人
角色转化为证人与诉讼参与人的双重角色，表明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参见吴卫军:
《被害人视野中的刑诉法变迁: 1979—2018 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6 期。
的个人隐私采取技术保护措施，包括使用化名等。但是，被害人个人隐私在性侵、暴力干涉
婚姻自由、非法侵入住宅、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案件中应当受到严格保护，这些案件本身
属于侵犯被害人人身自由和隐私的案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需要获取涉及到大量个人隐
私信息的证据和事实，必要的时候还要通过鉴定、检验获得被害人的相关隐私信息，从而达
到有效指控犯罪并追究刑事被告人法律责任的目的。司法机关需要对被害人的隐私信息采取
更加全面的保护措施。然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只是概括地规定侦查和审判期间，被害
人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但对侦查人员的询问、取证工作如何考量个人隐私，性侵案件侦查
人员的选择、询问方式等没有作出保护被害人个人隐私的特别规定。同时，侦查机关发布警
情通报，司法机关发布案例等也没有专门的保护被害人隐私信息的措施。
三、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保护不足的观念因素
被害人个人隐私保护不足主要是立法问题，刑事诉讼法未能将个人隐私信息作为基本权
利对待，被害人隐私信息的保护缺乏法律依据。然而，现代刑事诉讼以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
为基本逻辑起点，在追诉犯罪过程中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司法的价值体现，刑事诉讼法从侦
查、起诉和审判三个程序环节建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司法机关为了证明犯罪，需要被害人
及其近亲属提供犯罪事实和证据，但需要尊重并保障被害人的隐私信息。有学者强调刑事诉
讼法的价值体现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处于同等重要地位，体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
平衡。〔6〕 虽然 1996 年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定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并增加了被害人权利保
护方面的规定，但只是司法机关解决疑难案件和提高处理案件效率的副产品，对被害人利益
的保护极为有限。〔7〕 产生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受传统立法观念的影响，法律未能确认
被害人诉讼基本权利主体地位。
( 一) 被害人权利被涵盖的观念
刑事诉讼法上的人权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形成以犯罪人权利保
护为中心的理念。〔8〕 近代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将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视为易受国家权力
侵害的对象，宪法对其诉讼基本权利作出专门规定，以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9〕 宪法以
限制国家公权力、保障人权作为基本价值准则。因此，宪法强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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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陈光中: 《再谈刑事诉讼法之修改》，《中国检察官》2012 年第 1 期。
杨正万: 《被害人权利保护论纲》，《中外法学》2007 年第 2 期。
李玉洁、杨俊: 《再论刑事和解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河北法学》2015 年第 12 期。
美国学者认为，宪法之所以没有规定被害人权利主要是制宪者从法观念上认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
立法和司法实现，没有必要对被害人的权利作出特别保护。参见陈虎: 《美国被害人权利宪法化运动及启
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 年第 3 期。另有研究者认为，美国宪法之所以没有规定被害人基本权利，是
由于美国建国初期采用英国式的弹劾式诉讼，刑事诉讼由被害人私人追诉的形式发动。直到 20 世纪以来，
由于刑事公诉制度的普遍发展，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证人无异，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被害人权利
保护运动兴起，50 个州制定了约 1000 件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参见张永强、智世勇: 《美国被害人
制度及启示》，《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
法律的限制，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宪法对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诉讼基本权利作出
专门规定。在宪法价值理念指引下，刑事法从两个维度彰显其限权与人权保障的功能。一方
面，追诉犯罪是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手段。刑事制裁是国家机关
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权与财产权的最严厉处罚。所以，刑事法对国家刑罚权之发动规定严格
的条件和程序，以限制国家机关不当或者违法发动刑事追诉。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强调司
法机关在追诉犯罪过程中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义务。由于犯罪嫌疑人或者刑
事被告人面对司法机关的追诉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了防止司法机关滥
用国家权力，赋予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诉讼基本权利。近代宪法不仅详细列举犯罪嫌疑
人和刑事被告人的各种诉讼权利，而且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义务。与此相反，近代宪法
对被害人的权利不作任何规定，即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宪法通常也不规定被害人
的权利，究其原因在于: 第一，制宪者认为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已极为完整，涵盖了
被害人的基本权利，无需对被害人的权利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被害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司法
机关侵犯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被害人的利益与司法机关保护的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司法机
关与被害人追诉犯罪的目标相同。
宪法对被害人诉讼基本权利规定的缺失，弱化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从而在被害人
权利保护法律规范体系上产生挤出效应，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范体系相应缺
失，进而造成其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样缺失被害人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和保护。
( 二) 被害人权利被替代的观念
受传统刑事司法替代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追诉犯罪被视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替代，司
法机关的追诉犯罪不仅代表国家，而且代表被害人的利益。所以，司法机关的追诉行为与被
害人的权利保护之间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在公诉制度下，被害人个人不能承担追诉犯罪的
职能，其权利可以通过司法机关的追诉活动予以保护。然而，被害人权利被司法机关追诉犯
罪而替代的观念是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错误认识。首先，司法机关的角色决定了它并不是被
害人利益之完全保护者。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的追诉行为往往独立于刑事被害人，并且
在高破案率和定罪率的导向下，容易忽视被害人的权利。〔10〕 司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
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保障被害人权利是次要任务。其次，司法机关需要保护所有刑事诉讼参
与人的权利，尤其需要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诉讼基本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或
者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有较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刑事诉讼权利主体地位已经
得到法律的确认，因此，司法机关保护其权利既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又属于司法机关的法定
义务。而被害人的权利主体地位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缺乏保障，诉讼权利难以独立行使，表现在刑事自诉条件过于严格，缺乏独立的上诉权等。
所以，司法机关在形式上保护被害人的法益，但除了被害人补偿制度具有实质性内容外，其
它的保护措施均属于知情权保障的范围，被害人的证人地位更加明显。再次，司法机关对被
害人权利保护的范围较小。司法机关追诉犯罪时对被害人遭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认识比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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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邹岗: 《刑事侦查中被害人隐私权保护之完善》，《法制博览》2014 年第 8 期。
确，但被害人在证明犯罪过程中的权利以及因犯罪行为产生的人格尊严损害则难以得到司法
机关的保障，导致被害人的隐私信息、独立的上诉权、对司法机关终止追诉的控告权等均不
能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所以，司法机关追诉犯罪并不等同于被害人个人利益的保护，司
法机关保护公共利益、恢复公共秩序并不等于被害人个人法益的全部，检察官的审查起诉或
者停止追诉行为并不代表被害人个人的行为。〔11〕 刑事诉讼法上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缺失，
导致被害人证人角色和诉讼附属性质的固化，权利救济的资源供给不断萎缩。
( 三) 被害人权利被权衡吸收的观念
被害人权利权衡吸收的观念，来源于司法机关追诉犯罪对被害人权益的考量，即司法机
关在作出决定时推定其已经充分权衡被害人的诉求并将其权利保护予以吸收。司法机关权衡
吸收被害人权利的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刑事诉讼法在确立被
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时，仅仅增加或者补强其案件知情权、诉求表达权和控告权等程序性权
利，以符合其诉讼参与人的角色，并且对知情权和补偿权的保障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但对
被害人独立权利主体地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隐私信息保护、起诉权、要求立案权等对其权利
救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权利均只作部分规定或者不作规定。
刑事诉讼上被害人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追诉过程中保障其知情
权、同意权、起诉权和抗诉提请权等诉讼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是被害人对国家追诉犯罪与惩
罚罪犯的知情权和同意权。被害人不是一般诉讼参与者，对侵犯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罪犯是
否应当停止追诉或者从宽处罚享有同意权。虽然法律对停止追诉和从宽处罚的条件和程序作
出了规定，并且对刑事和解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但是对司法机关停止追诉罪犯以及从宽处
罚被害人仍然具有知情和要求追诉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被害人对犯罪行为应受惩罚的认识，
是恢复被害人身心健康的制度保障，也是实现社会秩序和谐的制度保障。所以，司法机关在
追诉犯罪过程中的决定，在实质上影响被害人权利的实现，如果从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出发
作出终止追诉或者从宽处罚的决定，被害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权衡与吸收。二是
司法机关在追诉犯罪过程中需要被害人的指控和指证，也需要被害人协助提供犯罪证据，司
法机关在调取和收集证据，询问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其隐私权、健
康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权利; 同时，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犯罪嫌疑人的侵犯，
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需要保护被害人的信息，其中主要是个人隐私信息。
司法机关的犯罪追诉活动主要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但这并不等于在客观上尊
重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我国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害人获得财产性
补偿的可能性，具有实质性权利保障的意义。但法律设定了严格的证据要求和案件受理条
件，势必导致被害人的权利因启动救济程序困难而虚置。司法实践中，从刑事追诉程序的发
动开始，司法机关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并且追
究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法律责任，被害人的权利并未受到司法机关的主观保护。在刑
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司法机关在作出重要决定时虽然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或者让被害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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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剑秋、徐文熠: 《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学术交流》2008 年第 6 期。
达自己的意见，但能够引起司法机关重视的意见主要是被害人的指控和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而对于被害人的知情权、起诉权、申诉权等保护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犯
罪行为侵犯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往往愤恨和仇视罪犯的行为。因此，从宽处置犯罪嫌疑人
和刑事被告人，可能引起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严重不满。司法机关依法从宽处置犯罪嫌疑人
虽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司法机关的此种考量主要站在国家
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角度，而没有站在被害人的角度。虽然被害人依法参与诉讼过程，但在司
法机关的面前仍然丧失独立表达意愿的权利，导致被害人与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目标脱节。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司法机关参与和解的目的在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被害人权
利的保护并不是刑事和解考虑的主要因素。公安机关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不予立案。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
或者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和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虽然有权对不予
立案或者不起诉的决定申请复议、申诉，或者自诉，但是被害人的这些救济途径常常得不到
司法机关的支持。被害人在司法机关的决定权面前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方
面来看，被害人的权利都不是司法机关终止追诉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被害人权利被吸收
的观念与刑事诉讼实践并不相符。
四、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体系化
在立法上转变传统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观念，是加强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关键，
加强对被害人隐私信息的保护体现国家刑事诉讼设计的人道关怀。〔12〕 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
通过立法补强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实现被害人隐私信息保护的体系化，对提高被害人的权利
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 一) 被害人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
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法上的重要问题。上世纪中叶以来，国外被害
人诉讼基本权利保障的观念兴起。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即开始转变观念，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联邦和各州制定了大量保护被害人权利的法案，其中 1990 年制定的 《被害人权
利及损害恢复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美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生被害人权利入宪
运动，其结果是被害人权利进入州宪，并且已经启动进入联邦宪法的程序。〔13〕 英国于 2003
年通过 《刑事司法法》更加详细规定被害人的权利，德国 2004 年通过 《被害人权利改革
法》，澳大利亚各州也制定法律保护被害人的权利。〔14〕 可见，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
主体地位及其保障已经成为趋势与潮流。可以说，在当代司法体制下，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
利成为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不断扩展被害人的权利范围，将被害人的权利视为诉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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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刘启聪、王静: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云南大学学报》 ( 法学版) 2008 年第 2 期。
参见陈虎: 《美国被害人权利宪法化运动及启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 年第 3 期。
贺振华: 《澳大利亚被害人保护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郑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本权已经成为立法趋势。〔15〕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增加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诉讼基本权利的同时，也相应
增加了被害人权利的规定，将被害人视为刑事诉讼的参与人，赋予被害人起诉权、知情权、
提请抗诉权、获得赔偿权等重要的诉讼权利，逐步建立了我国的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学者认
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理论与实践，将导致被害人法律地位的根本性转变，并且推动法律结
构和宪法人权结构的根本性转变。〔16〕 另有学者通过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被害人权利保障
的规定进行分类，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除规定被害人享有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外，还应当
享有申请回避权、陈述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权、报案与控告
权、对不立案的异议权、知情权、申请重新鉴定权、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参与法庭审理
权、抗诉请求权、生效裁判的申诉权等。〔17〕 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缺乏宪法隐私权规
范的条件下，已经初步形成被害人隐私权保护系统化的规则和原则，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
成被害人隐私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
( 二) 被害人隐私权应纳入诉讼基本权利的范围
首先，明确将个人隐私的规定上升为隐私权。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律，在我国的宪制体
系内，法律具有补充、拓展和解释宪法基本权利之功能。在宪法没有完整规定公民隐私权的
情况下，刑事立法可以补充和拓展此项基本权利，这是宪法保障人权价值在法律层面的体
现，也是宪法实施和司法适用的途径之一。应当说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了具体化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作用，尤其是案件审理阶段，公诉人和法官对涉及个人隐私的
证据和材料具有保密的义务，必须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甚至决定案件不再公开审理。这些
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司法机关的隐私保护义务。
其次，将个人隐私作为单独的隐私权条款，明确规定刑事追诉必须尊重与保护被害人隐
私权。这一立法旨趣在于将保守秘密原则与隐私权保护原则分离，秘密与隐私权均成为刑事
诉讼法保护的对象。保守秘密原则解决的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
业秘密具有保密的义务，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格保护这些秘密信息。国家秘密的保护已经
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对保密工作作出规定，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个人隐私属于隐私权，国家机关基于侦查犯罪之需要而获得的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刑
事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具有个人基本权利的性质，不具有公益性。将个人隐私与国家秘密和
商业秘密分开，是隐私权基本权利地位形成的标志。
( 三) 建立被害人隐私信息保护清单制度
司法解释和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可以建立隐私信息清单制度。这是基
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之必要，个人信息保护的隐私设计理论被普遍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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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美国 2004 年《刑事被害人权利法》将被害人权利分为 8 种，包括获得通知、与检察官商议、获得完全与及
时赔偿等权利。参见秦策: 《正当程序原则与被害人利益的衡量———美国刑事被害人制度的变迁与启示》，
载《诉讼法论丛》第 11 卷。
顾敏康: 《保护被害人权利: 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里程》，《法学》2007 年第 6 期。
王大为: 《中国有关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5 期。
通过将个人隐私信息数据化并嵌入系统之中，使积极保护隐私信息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
作性。〔18〕
首先，划定刑事诉讼法上隐私信息的基本范围。刑事诉讼法上的隐私信息与刑事案件相
关，隐私信息的范围极为广泛，如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这
些信息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构成隐私，但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则构成个人隐私，因为被害人受
到犯罪行为侵犯，如果公开被害人的个人生活信息，可能会形成不利于被害人的社会生活环
境，对被害人的生活产生干扰。被害人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信息本身属于一般隐私信息，而
被害人的身体受到犯罪行为侵犯的情形与程度属于应严格保护的个人隐私。犯罪嫌疑人或者
刑事被告人的个人生活信息属于一般隐私信息，只能在公开裁判文书过程中作技术处理，但
并不作为追诉犯罪的隐私信息。家庭生活和私生活信息涉及到本人、近亲属或者他人的隐私
信息，属于严格保护的个人隐私信息。
其次，制定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清单。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隐私信息
并不完全重合，这是由于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不同产生的。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
件可以对刑事案件中诉讼参与人的隐私信息作出明确规定，列出清单并嵌入司法机关工作程
序之中。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需要提供个人信息，司法
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也会收集大量个人信息。这些信息是否都构成隐私信息，需要刑事诉讼法
提供保护? 对于被害人而言，包括本人和近亲属的自然信息、社会生活信息和私生活信息，
其中姓名、住址、电话、家庭成员、婚姻状况等容易被他人识别的信息，只要被害人认为泄
露这些信息会对其构成损害，就应当对这些信息予以保护。即使犯罪行为并没有侵犯被害人
的人身，基于被害人权利保护优先原则，也需要在追诉过程中对被害人的这些信息作出技术
处理，并且在司法文书中对其个人信息采取相应的技术保密措施。而对于受到犯罪行为侵犯
的被害人而言，案件的侦查会涉及到被害人大量的个人隐私信息，尤其是在强奸、猥亵案件
中，被害人的全部个人信息均属于不能公开的隐私信息。为此，必须建立被害人隐私信息清
单制度。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隐私信息与被害人的隐私信息相比，在范围
和保护程度上存在区别。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自然信息，在侦查阶段并不完全属于
个人隐私信息，侦查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等方式，向公众公开其个人的自然信息，侦查机关
在侦查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照相、采集生物检材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其隐私信息的侵犯，这些
信息对犯罪追诉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不应当公开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信息或者与案件无关的
个人信息。此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实行严格保护原则，不适用案件信息的
公开。所以，制定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清单可以区别对待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隐私信息的
保护。
( 四) 被害人隐私信息保护措施的加强
被害人的隐私和人身已经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应当
注重对其隐私信息的保护。询问和收集物证的过程本身是个人隐私信息汇集的过程，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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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郑志峰: 《通过设计的个人信息保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
过程中，被害人因为主观原因或者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指控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侵害其人身的
证言存在一定的担忧，害怕谈论或者泄露隐私。所以，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当充分考虑到
被害人人身和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情况，在收集犯罪事实和证据时充分考量被害人隐私信息
保护问题。
首先，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追诉犯罪过程中应当充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在侦查阶
段，被害人隐私信息的保护主要集中在询问和人身检查两个方面，对被害人的询问不能涉及
与案件无关的隐私问题。〔19〕 侦查人员询问被害人时，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对被害人的隐
私予以充分尊重，在询问的时间、地点、询问人员选择方面以保护被害人的隐私为重要考量
因素。询问过程及询问事项必须认真研究，要做好被害人的思想工作，打消其疑虑，并对获
得的隐私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对被害人进行生物检材方面的取样与化验，必须在充分保护好
被害人个人隐私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对鉴定和化验结果严格保密。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
察院不仅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还要完善其司法救济职能。〔20〕 在法庭审理阶段，人民法院
应当加强对性犯罪案件被害人的隐私信息保护，特别是质证阶段应当考虑询问被害人对其隐
私信息的损害，从而选择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的适当询问方式。
其次，确立并适用权益考量原则。权益考量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
权，尤其是作出决定权时应当充分考虑被害人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或者是否受到应有的保
护，该原则符合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刑事和解、认罪认
罚从宽和不起诉制度的广泛运用，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显著提
升，释放了诉讼参与主体的制度能量。这些制度的建构与运行不仅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
刑事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同时也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以刑事和解制度为例，我国
刑事诉讼法从 1996 年修改开始，逐步完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范体系，2012 年刑事诉讼
法增加了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然而，虽然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实现犯罪
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利益，被害人的权益可以通过双方的和解而获得补偿，但从刑事追诉的角
度来看，刑事和解目的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司法效率，所以，司法机关对和解的控制
往往从国家利益出发来权衡，以获得案件的快速处置，对于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往往较少关
注。由于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法律规定和自身权益并不十分了解，有可能将和解视为不得已
而为之的求全之策，从而在实际上低估其权益受损的程度。所以，刑事和解应受罪刑法定、
罪刑相适应原则之严格拘束，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21〕 刑事诉讼法规定，
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
下刑罚的才能适用和解。这一规定主要是以刑罚为标准，而不是以犯罪侵犯的被害人权利为
标准。将侵犯人身权的犯罪行为与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均根据相等的刑罚作为和解的依据。但
是，刑法第四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案件，即使根据刑法只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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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孟庆欣、蒋颖: 《刑事诉讼中隐私权的保护》，《中国律师》2008 年第 1 期。
陈卫东、林艺芳: 《论检察机关的司法救济功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
江国华、向雪宁: 《论刑事和解的限度———兼释新刑诉法中的“和解条款”》，《江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2014 年第 2 期。
罪行为，也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如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过失伤害他人
致人重伤、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情节较轻的均只能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些侵犯人身权的犯罪行为对人权的损害较之于民主权利和财产权
的损害更为严重，而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无法通过民事赔偿的方式予以弥补，因此即使符合和
解的要件，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才能符合现代法治对人身权严格保护的原则。所以，检察
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必须兼顾被告、被害人与公共利益，尊重被害人的参与及其意见，在行
使起诉裁量权时，既要考虑公共利益，也要权衡和尊重被害人的利益。〔22〕
( 五) 确立侦查不公开以及裁判文书不公开原则
首先，确立侦查不公开原则。侦查不公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侦查机关对于正在
侦查的案件，不在公开的媒体发表有关案情及案件性质的详细意见，只能按照隐私信息不
公开原则公布案件的一般情况。这些情况既不涉及到被害人的信息，也不涉及到犯罪嫌疑
人的详细信息。侦查人员必须对案情保密。二是传媒报道刑事案件，尤其是正在侦查的刑
事案件，应当按照侦查机关官方公布的警情予以报道; 对于媒体发现的犯罪案件，必须坚
持遵循客观事实的原则，对案件的事实作出客观描述，并且对被害人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到
人身权受到损害的被害人的信息予以严格的保密，以实现媒体报道自由与被害人隐私保护
的平衡。侦查不公开原则的首要价值在于防止社会舆论对尚未侦查终结的案件，因为媒体
报道而产生对犯罪嫌疑人的先入为主，以保障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用原则的适用不受社会舆
论的绑架。同时，媒体的报道虽然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但因案件涉及到被害人的个人隐
私，或者案件涉及到被害人个人信息的公开，媒体报道如果不作隐私信息处理，可能对被害
人的声誉造成损害，或者对被害人的家庭生活和私生活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所以，媒体和
侦查机关对侦查不公开原则的执行，能够保障被害人不因为案件信息公开而受到第二次伤
害。尤其是强奸、未成年人犯罪、家暴、非法入室等对被害人的隐私构成侵害的案件，应实
行侦查不公开原则。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也应当尊重被害人的隐私，对被害人的信息进行技术
处理。
其次，确立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信息的裁判文书不公开原则。我国法院的裁判文书实行
公开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裁判文书的公开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实现司法的公正与透明。
但在规定裁判文书公开的同时，没有规定涉隐私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公开。2016 年 7 月通过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确定了不能公开的四种裁判
文书，其中没有规定商业秘密案件和个人隐私案件，但规定在互联网上公开裁判文书时应当
对当事人姓名作隐名处理，对当事人的其它信息进行删除处理。并且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
个人信息作出技术处置。但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案件，尤其是涉及到强奸、猥亵案件以及
其他侵犯人身权的案件，应当对裁判文书不予公开，即使公开也需要对案情以及被害人的个
人隐私信息作更加严格的信息删除处理。除此之外，凡涉及到当事人隐私权益的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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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蔡碧玉等: 《检察官伦理规范释论》，元照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157 页。
上网公开时应当匿名化，对于被害人隐私权益构成损害的，一般不宜公开。〔23〕 所以，网上
公开裁判文书应遵循一定的限度，合理运用比例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进行价值取舍。〔24〕 网络的特殊性决定了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与传统公开相比更易对个人信息
权造成威胁。
( 责任编辑: 祁菲)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of the Victim Privac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its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e right of privacy belongs to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 and personal dignity． It refers to the
right to keep the information about personal life，private life and family from being revealed or illegal-
ly collected，exploited and made public． The personal privacy information is the carrier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The right of privacy is not establish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It is now regulated in the civil
legislation and accepted by civil judicial practices． However，it has not been explicitly provided by
the Criminal Law． So far，there is only a personal privacy clause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with
several interpretative norms specifying its implementation． However，the fundamental status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cannot be established by the privacy clause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is
weakens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privacy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practi-
cability of protecting the victim's privacy information，analyses the ideational factors leading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protection，put forward establishing the victim's dominant status as the fundamental
right holder，and clarify the victim's right of privacy as a fundamental litigation right． The article
seeks to establish a protection list system for the victim's right of privacy，advocating that cases invol-
ving the victim's privacy information shall not be trialed publicly and the corresponding judgements
shall not be uploaded public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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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在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 ( 检例第 42 号) 的分析中，对发案地点、学
校名称以及被害人的姓名全部作出匿名处理，由于本案属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此应当严格保护被
害人隐私权。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指导性案例中首次对涉及被害人个隐私的案件进行匿名公开，表明被
害人个人隐私保护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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